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85–110

模式節目再生產中跨地多民族的 
華人共同體建構 
——以《中國好聲音》為例

章宏、戴穎潔

摘要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國家和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其構建

和維持主要依賴大眾媒體來完成。全球化時代，電視媒體成為書寫中

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重要載體。民族主義敘事，想像共同體構建，成為

政黨和電視節目製作方所共同青睞的文化生產領域。這種將政治宣傳

和娛樂功能相結合的法團主義策略，不僅是身處全球化浪潮中的第三

世界國家重視本民族主體性建設的現實需要，同時也是遊走於政治和

市場夾縫中的中國電視產業的主要生存策略。本文以模式節目《中國好

聲音》為個案，將文本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同時結合田野調研和深

度訪談，發現《中國好聲音》再生產過程中，通過注入「四海一家親」的

國家意志，創設「天涯共此時」的跨時空體驗，弘揚華語音樂形式和文

研究論文

章宏，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興趣：國際傳
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史、電視全球化研究。電郵：zhangh2009@zju.edu.cn

戴穎潔，浙江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研究興趣：跨文化傳播、模式節
目研究。電郵：daiyingjie1226@126.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12月1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7年5月29日。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86

化，詮釋「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等策略性安排，建構出跨地多民族的

「華人共同體」；在強化全球華人身份歸屬的同時，提升他們對中華文

化的價值認同和聚合力，最終實現主導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的共贏。

關鍵詞：《中國好聲音》、模式節目再生產、華人共同體、法團主義、集

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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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 Spaces  
and a Multi-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in Format Re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Voice of China

Hong ZHANG, Yingjie DAI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imagined community” was put forward by Benedict 

Anderson, who argued for the importance of printed medi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mass media, television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building the cultural sovereignty of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sever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o serve political 

propaganda, Chinese TV producers have increasingly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corporatism to balance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a nationalist narrative and 

the audience’s need for entertainment. Supported by textual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ormat 

program The Voice of China h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by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will of “all Chinese people belong to 

one Chinese family,” creating festive experiences cross space and time, 

promoting Chinese music and culture, and expressing collectivist values. These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narrative techniques are aimed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and enhance the audience’s recogni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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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national cohesion. As a result, the format 

program The Voice of China has received both economic benefits and positive 

political appraisals.

Keywords: The Voice of China, TV format reproduction, Chinese community, 
corporatism, collectivism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ang H., & Dai, Y. (2018).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 spaces and a multi-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in format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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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華夏文明格局

和傳統（費孝通，1999）。因此，加強不同民族成員間的情感聯結，表

達向心和整合趨勢一直是我國政黨構建國家認同的主訴求。本尼迪克

特 •安德森（Anderson, 1983, pp. 15–16）提出「想像的共同體」概念，認

為國家經常是被想像的，是根植於人民深層意識中的心理建構。大眾

媒體在「想像共同體」建構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電視等媒體已經

成為連接家庭、國家和國際，維持「國家家庭」（national family）等各種

共同體的形象和現實的重要媒介（Morely, 1992）。全球化浪潮的到來，

不斷加速著社會斷裂、人際疏離、社會階層和利益分化所帶來的社會

離心過程，還引發了全球化的人口流動，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傳統意義

上個體對國家較穩定的依賴。因此，全球化時代下國家這一「想像共同

體」的產生與維繫，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呈現出更複雜的態勢；如何依賴

媒體實現對「華人共同體」的身份建構，成為當前政界、學界乃至業界

所共同關切的重大課題。

模式節目作為一種便於跨界流動和地方化改編的新興節目樣 

態，日益成為發展中國家用來製作反映本土文化節目的重要方式

（Straubhaar, 2007, p. 154）。馮應謙和張瀟瀟（Fung & Zhang, 2011）以中

國版《醜女無敵》為例，表明中國共產黨借助於模式節目本土化來推行

一種不同於西方的本土現代性，強化社會規範，維護政黨霸權，以達

到「重新領土化」的效果。由此可見，模式節目允許填充開放性的文

本，為本土製作人的地方化改造提供空間和可能；引進模式非但不會

發生媒介帝國主義流派所聲稱的被動淪為西方意識形態的「吸塵器」（陳

龍，2002；高鑫、賈秀清，2003；孫旭培，2005；殷樂，2005），反而

還有可能依託地方生產力和能動性的發揮，強化本土文化價值觀的傳

播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傳遞，在謀求商業回報的同時充分服務於政黨宣

傳工作的需要。

《中國好聲音》是《荷蘭好聲音》（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國版，

由燦星公司聯合浙江衛視打造的大型勵志專業音樂評論節目，迄今已

完成四季。1《中國好聲音》可謂是引進模式本土改編的成功典範，不僅

收視爆棚，就連一直對選秀節目進行管控的國家廣電總局，也公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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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示贊揚，認為節目做到了關照現實和注重品質，實現了經濟利益

和政治利益的雙贏（馬中紅，2012）。已有研究多從模式創新、文化解

讀、製作手法、營銷策略等方面探討中國版《好聲音》獲得市場成功的

原因（石拓，2013；肖輝馨，2012；徐帆，2012；祝潔，2013），而對

《好聲音》等模式節目如何經過本土化改造來服務於政黨意識形態需

要、構建國家認同等方面鮮有涉及。

本文擬以《中國好聲音》為例，依託文本分析、深度訪談和田野觀

察等研究方法，探討該節目如何通過對外來模式進行本土重構，建構

出跨地多民族的華人共同體；既充分迎合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需要，

同時又能潛移默化地培養和強化受眾的國家認同意識。

理論闡釋和研究方法

主要理論

I. 想像的共同體

「想像共同體」概念由安德森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Anderson, 1983, 

pp. 15–16）。他認為，國家經常是被想像的，是文化的人造物。早期的

想像方式主要依賴於書本和報刊等印刷媒體來完成（Anderson, 1983），

如今電視媒體已成為主要的想像力量和手段（陸曄，2010；Morely, 

1992; Price, 1995）。電視媒體依賴聲音和圖像等聽覺、視覺符碼的傳

播，塑造一種弱化疆界隔閡的地方認同，從而形成超越居住地邊界的

對於某種共同體的歸屬感（張媛，2013）。

阿迪力 ·買買提（2011）認為我國存在三個層面的認同：一是各民

族的內部民族認同（或族群認同）；二是公民對祖國的歷史、文化、國

家主權等方面認同，即國家認同或者國民認同；三是中華文化的認

同，即全國各族人民包括跨國的中外籍人士（包括海外華僑）對中國歷

史文化的認同。費孝通（1997）指出，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中，

高層次的中華民族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各民族認同，不

同層次可以並行不悖。王冀平（2008）認為要區分政治認同和文化認

同：政治認同的核心是國家認同，主要表現在個人對國家所持有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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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認識；文化認同主要是對自己文化歸屬感的探尋，以及對自己文

化傳統和源流的認知和認可。他指出，在分析國際移民族群的認同問

題時，尤其要界定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兩者的區別。馬戎（2016）釐清

了「民族」和「族群」兩個概念的用法，指出「民族」旨在於強調政治屬性

及其與「國家」之間的密切關係，而「族群」則強調「文化相似性」和「群

體共享的祖先神話」。那些放棄中國護照、出生在國外並獲得當地國家

公民權的人，更準確地應該稱之為「華裔族群」。美籍華裔教授杜維明

（1997）將凡是種族和文化上同屬中國但國籍不同的人群統稱為「華

人」。因此，本文所研究的跨地多民族的華人共同體，實質是一種文化

認同，一種基於共享文化紐帶所建構的內心深處的共同體意識。

II.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文化維度

文化維度理論由霍夫斯泰德（Hofstede）於1980年提出，是對文化

因素進行定量研究時採用的概念。1967至1973年，霍夫斯泰德及其同

事對著名跨國公司 IBM的員工進行了大規模的文化價值觀調研，發展

出基於西方文化的四個文化維度，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權力距

離、不確定性規避、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隨後，他根據20世紀80年

代邦德對中國價值觀的調查，確立了第五個文化維度，即長期取向和

短期取向。2010年，霍夫斯泰德再次對文化維度理論進行調整和擴

充，增加了放縱與約束，至此六個文化維度理論得以形成。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揭示個人與群體間的關聯程度，是東西方文

化差異的最顯著特點。個人主義注重個體目標，強調個體的權利和自

由，比較容易形成鬆散的社會結構；集體主義強調成員對組織的義

務、忠誠，以及成員間的和諧相處，是一種更為緊密的社會結構。因

此，與個人主義相比，集體主義往往以「群體內」和「群體外」進行區

分。集體主義強調「我們」，強調歸屬感；身處集體主義文化的個體，

以組織目標為自己目標，以團隊合作為行動指導；他們知道維繫關係

優於任務執行，所以言談舉止都會優先考慮所在團體的利益，有意識

地照顧群體內他人的情緒（Hofstede, 2006）。數據顯示，中國在這一維

度的得分為20，是典型的集體主義取向的國家；而美國得分91，排名

第一，個人主義文化特色鮮明（Hofstede, 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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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法團主義

法團主義理論由菲利普 • C •施密特（Schmitter, 1973）提出，指代

一種觀念、模型或者制度安排類型，用以形容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體制

性關係。它的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聯合到國家的決策結

構中去；這些組織在被授予本領域內絕對代表地位的同時，它們在需

求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支持等方面的行動也都會受到國家的一定控

制。

就傳媒領域而言，李金銓（Lee, 1990）指出，國家意識形態影響自
20世紀90年代以來呈現弱化趨勢：一方面，絕對的意識形態宣傳內容

在減少，另一方面，電視系統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性意識在弱化，伴

隨而來的是推動經濟現代化建設的意識在加強，這使得中國電視在意

識形態的舞台上正在漸漸遠離政治極權主義。李金銓對上海報業進行

調研後得出，當前國家和傳媒業之間存在一種「政黨－市場」法團主義，

即政黨和資本之間存在一種新的連帶關係：政黨的意識形態通過市場

化媒體來表達，而市場化媒體追逐利潤的特權則建立在他們履行政治

任務，實現政治目標的基礎之上。可見，政黨與媒體之間存在庇護關

係，媒體單位從早前的黨政喉舌轉變為「政黨宣傳公司」，即社會主義

的面具，資本主義的軀幹，用政治忠誠來換取經濟特權（Lee, He, & 

Huang, 2007）。潘忠黨（2005）通過對我國傳媒報道香港為例，認為當

前我國的文化生產秩序與「新法團主義」理論有暗合之處。一方面，傳

媒屬活躍於市場的經濟實體，另一方面，傳媒作為經濟實體的身份又

來自國家的特許，來自它們作為國家機器，或國家意識形態設置的一

部分。因此，經濟利益集團和國家意識形態設置的雙重身份，使得傳

媒業在運作中，經常會發生服務國家所代表的「公益」與滿足本團體的

「私益」之間相互摻雜、難分你我的情形。

以模式產業在中國的發展為例，引進國外成熟模式具有低成本、

低風險、高效率、高收益等特點，成為國內電視人爭奪電視市場，提

升市場競爭力的捷徑。而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他們一方面希望通過對

外來模式的本土化進程來扶持和發展本土電視產業，另一方面也時刻

警惕模式節目中所夾帶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問題，通過迂迴的監管與

行政手段來強化對模式節目的管理，並將本土改編作為維護政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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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的重要手段。可見，傳統意義上媒體的宣傳使命並沒有從商業化

表達的電視節目中被取消，政治自覺性以及政治與資本的耦合作用，

都促使電視製作者運用特殊的敘事策略巧妙地鑲嵌到商業化內容中

去，實現節目高收視率的同時保持政治導向的正確性。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本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對2012至2015年四季《中國好

聲音》共59期節目的文本內容（57期主節目內容，2期中秋特輯）進行拉

片分析，研究文本涵蓋每期節目片頭、學員VCR、學員表演、學員和

導師對話、導師之間的對話等內容；同時，本文作者之一又於2015年
5月至2015年10月在《中國好聲音》製作單位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研發部進行為期五個月的參與式觀察，並對前燦星節目研發總監徐

帆以及其他相關項目運作人員開展了深度訪談，3 瞭解並掌握了《中國

好聲音》在生產過程中的一些策略性選擇和安排。這些調研發現將和文

本研究相互修正和補充，為論文提供足夠的情境、事件和意義，以及

有洞察力的理論闡釋。

研究發現

「四海一家親」的情感訴求

表達向心力和整合趨勢歷來是大眾傳媒傳遞主流意識形態，建構

文化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尤其在全球化時代，面對全球化浪潮所帶來

的社會離心力和全球人口流動，更加迫切需要借助宏大的媒體儀式來

強化華人的身份歸屬，以及對中華文化傳統和源流的認知和認同。《中

國好聲音》通過強調這是一場每一個中國人的音樂狂歡，是每一年夏天

和十三億中國人心靈的約定，是承載全球華人音樂夢想的一場盛會，

巧妙地注入了「四海一家」的國家意志和「天下同心」的國家情感，並依

託民族大聯歡的呈現以及對遊子思鄉、歸國之情的建構，讓《好聲音》

成為全世界華人表達家國情懷的生動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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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民族聯歡的情感傳遞

潘忠黨（2005）指出，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從來就是國家主導的工

程，在我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國度更是如此；這

一建構不僅僅是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灌輸，而是有著文化生產者的廣泛

和積極地參與。因此，國家和市場力量的聯姻，構成了我國當代文化

生產的一個頗具理論意義的景觀。

《中國好聲音》的舞台就呈現了中國多民族的文化氛圍和特色，四

季節目學員分布在阿美族、哈尼族、朝鮮族、回族、滿族、彝族等16

個少數民族。並且，每一季《好聲音》最後的四強名單中，必定有一名

學員來自少數民族：第一季吉克隽逸（彝族），第二季金潤吉（朝鮮

族），第三季帕爾哈提（維吾爾族），第四季譚軒轅（土家族）。可見，

《好聲音》節目組通過凸顯少數民族學員，勾勒出「民族大家庭」齊聚一

堂的歡樂景象。

與此同時，田野調研時發現，節目組會在節目製作中刻意凸顯少

數民族學員的服飾、語言、風俗等文化元素，在視覺上強化學員少數

民族身份以深化民眾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知和民族間的聯結。節目中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有鍾愛自己彝族女兒身份，始終以民族服裝和

首飾示人的吉克隽逸；有介紹本族人民慶祝王子誕生這一民族儀式和

風俗的雲南哈尼族第十一代王子李維真；有希望部落語言、音樂、服

飾以及手工藝都能得到傳承的台灣阿美族女孩；也有藉哈薩克族民歌

表達思鄉之情，教育兒子永遠不忘自己民族身份和血液裏東西的新疆

學員塔斯肯等等。

以上這些對於少數民族元素的凸顯和刻畫，以及對於民族感情的

渲染，起到了凝聚群體情感和激發群體歸屬的想像共同體的作用。這

種策略性的安排既始於節目生產者樸素而真誠的民族情感，同時也是

受到市場利益驅使，以及囿於官方意識形態框架的共同結果。燦星前

節目研發總監目徐帆驗證了這一說法，「在節目中增加少數民族學員是

種共贏舉措，少數民族學員本身就能歌善舞，這不僅能帶來高質量的

節目，也充分迎合了政黨意識形態的需要」。4《好聲音》導演組Xu姓工

作人員也同樣提到，在內容生產環節確實會對一些民族性的東西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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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些迎合：比如在談話（talking）環節多講些民族性的東西，多唱些少

數民族的歌曲等等，因為總局比較喜歡看到民族融合的東西。5

II. 遊子皈依的共同體想像

全球化時代，一個借助文化根源並以全世界為背景的跨國、跨區

域的華人移民族群正在不斷發展壯大。他們雖然身處國家領土疆界之

外，卻時常在「想像共同體」之內關心、關注著母國的節目和活動，這

份關切源自漂泊者對出生之原始的尋求，對歸屬、保護、安全的期盼

（趙小琪，2013）。

《中國好聲音》肩負著跨越時空距離，傳承時代記憶的音樂使命；

凡是華人血脈滲透的地方，都有搜尋好聲音的足跡。縱觀四季，華人

足跡遍布台灣、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區，且

不斷呈現上升趨勢。第四季《好聲音》更是推行全球海選，華人遍布在

五大洋、七大洲、十一個國家和地區。5 可見，節目組通過強化「全球

華人」這一民族身份的認同，將「華人共同體」的理念不斷滲入觀眾的觀

感體驗中；通過電視媒體共享「中華兒女」的集體身份，讓身處異域的

全球華人尋求心靈和情感層面的歸宿。馬來西亞女孩李幸倪一語中

的，她說海外華人都看這個節目，希望藉節目讓全家人在中國團聚。

可見，《中國好聲音》以血緣情感為紐帶，建構出了天下華人同心

的深厚情感和想像，讓他們在顛沛流離的社會斷裂情境之中，獲得一

種情感上的滿足，找到「在家」的歸屬感和安全感；而這一切都離不開

節目組積極實施的「走出去」戰略。比如，從第三季《好聲音》開始，馬

來西亞華裔學員明顯增多，這就跟節目組2014年開始與當地華語電視

媒體8TV的深度合作有關。8TV以偏好收看華語節目的馬來西亞青年

華人為目標受眾，承接了《中國好聲音》在馬來西亞的學員招募海選，

並且每周六晚定期更新浙江衛視最新一期的《中國好聲音》。與此同

時，8TV還將「弘揚華語音樂」作為節目的宣傳基調，不斷強化馬來西

亞華人對自身族群身份的重視與族群認同。就這樣，《中國好聲音》依

託8TV在當地的傳播影響力，走進了馬來西亞的華人電視觀眾（梁悅

悅，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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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共此時」的華人影像

一些研究指出，當前媒體產業通過隱藏權力中心以及階級不平等

的普遍性，強調注入年齡、性別、民族等其他形式的社會分類，對現

實生活進行象徵性模擬，並且依賴各種政治語言，創造各種國族神話

和發明各種文化傳統，凝聚人民的支持與情感（佘文斌，2014；Bruin, 

2011）。

《中國好聲音》就是一例，節目中學員比例男女大致均衡，兼顧中

國社會主要年齡段，符合80後、90後是社會主力軍的趨勢；地域方面

強調多樣性，覆蓋祖國大部分疆域，完成了對國家共同體的虛擬投

射；與此同時，節目還借助學員多樣和豐富的人生體驗，讓觀眾得以

在《好聲音》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喚起相遇的體驗和認同感。

更重要的是，《好聲音》依託節慶日專題等具有中華民族集體記憶

的儀式性活動，凝聚起中華兒女對共同體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歸依之

情。霍布斯鮑姆認為，節慶儀式在當代具有「被發明的傳統」的意義，

具有某種「想像的共同體」的建構功能；通過凸顯「我們是誰」，建立相

對於「他者」的差異性聯繫，以便生產出「想像的共同體」的認同性經驗

（張媛，2013）。馬來西亞華裔新生代作家鍾怡雯也指出：「華人可從文

字、語言、習慣、節慶等共同象徵系統凝聚民族意識，並藉此召喚出

一種強烈的認同」（鍾怡雯，2001：57）。《中國好聲音》通過製作「中秋」

特輯，在國慶節期間舉行每一季總決賽等形式，創造了「天涯共此時」

的跨時空體驗，讓身處天南地北的全球華人進入到儀式的盛宴中，借

助中華民族共享的集體記憶，塑造出情感上的歸屬感和認同。

中秋佳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是表徵中國人思鄉、團圓的

重大日子，也是中華民族情感爆發的重要時間節點。《中國好聲音》通

過製作中秋節特別節目，讓全球華人在共享文化盛宴的同時，勾連起

海內外華人祈盼團圓的共同情結，提升了中華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第二季《中國好聲音》中秋特輯的主題是「夢想天空分外圓」，五湖

四海兩岸三地的學員們因為音樂在《好聲音》舞台上團聚，紛紛用歌聲

表達對家鄉、對親人的祝福和思念。在內容安排上，節目先回顧了《好

聲音》舞台上唱響的一系列月亮之歌，營造出中秋佳節以明月寄託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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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日氛圍；隨後學員們暢聊各自家鄉過中秋的風俗，並用家鄉話給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帶去節日的問候；這樣的策略性安排，既重溫

了文化風俗，同時又潤物細無聲地傳遞了同根同源的文化歸屬感的訴

求。

在情感傳遞上，節目組也是費盡心思，想方設法地滿足學員渴望

團圓的心願，充分契合了中秋本是遊子回家，親友相聚的節日主題。

比如，學員鍾偉強多次在節目中表示讓女兒聽到自己唱歌，是自己的

最大心願。對此，節目組在月圓夜特地從香港請來了鍾偉強的女兒和

父親同台獻歌，鍾偉強激動地表示這是人生中最難忘的中秋節。與此

同時，對於其他因為參加《好聲音》而長時間無法和親人團聚的學員

們，節目組也通過大屏幕，循環播放學員父母、親人，朋友們的加油

鼓勵和祝福，整台晚會都洋溢著濃濃的親情、友情和愛情。

同樣，第四季《好聲音》中秋特輯也主打感情牌，讓學員們大聲表

達心中對父母親友的愛，對導師的愛，生動地詮釋了音樂有情，節日

有情，團圓是中秋的主題，而音樂永遠是傳遞這一主題的最佳媒介這

一理念。另外，每一季度的《好聲音》巔峰對決都放在國慶節期間進

行。國慶節作為紀念國家成立的重大節日，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總決

賽，不僅創設了屬於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而且還將五湖四海的觀

眾、學員都統攝到「中國」這一共同體的字眼下，更好地喚醒了大家對

「中華民族」這一共同體的想像和認同。

歌曲表達中的「本土意識」

《中國好聲音》總導演金磊認為，音樂是最有力量的文化表達和傳

播的形式（21CN娛樂，2012），因此，弘揚本土音樂和傳統藝術形式對

華人共同體而言，有著「文化接近性」（Straubhaar, 1991）的優勢，成為

中國版《好聲音》的立意之本。這種本土意識體現在導師代表性、歌曲

代表性、歌曲演繹方式，以及學員自覺意識這四個方面。

I. 導師的華語樂壇代表性

《中國好聲音》主張尋找華語樂壇的新生力量，尋找能代表中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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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界舞台的「中國好聲音」；所以四季導師都是華語樂壇的領軍人

物，華語音樂的傳承意識十分明顯。

劉歡是中國流行樂壇教父，那英是中國內地第一天后，庾澄慶是

華語樂壇全能教父，張惠妹是亞洲流行樂壇重量級天后，齊秦是華語

樂壇最有影響力的情歌歌王，汪峰是中國新搖滾樂領軍人物，楊坤是

華語樂壇創作型實力歌手，周杰倫是華語樂壇最具影響力的亞洲天

王。這些華語樂壇的重量級導師承載著全球華人的音樂夢想，聯手尋

找華語樂壇的新生力量，給華語音樂注入新鮮血液和希望。

II. 歌曲的華語音樂傳承性

作者對四季《好聲音》中的參賽歌曲進行統計，發現每一季都是本

土歌曲佔多數：第一季177首曲目中，港台和大陸歌曲佔82.49%；第

二季166首曲目中，港台和大陸歌曲佔78.92%；第三季195首曲目中，

港台和大陸歌曲高達88.21%；第四季142首曲目中，港台和大陸歌曲

佔80.28%。這契合了導師楊坤在選擇學員時所說的，「《中國好聲音》

的舞台，我更希望聽到中國人唱國語歌。」

除了在歌曲語種上偏好中文歌之外，《好聲音》舞台上還湧現了諸

如〈玫瑰玫瑰我愛你〉、〈在那遙遠的地方〉、〈茉莉花〉、〈我愛你塞北的

雪〉，〈我的祖國〉等膾炙人口的傳統民歌；而年輕人唱經典老歌的設

定，再一次彰顯了華語樂壇的傳承力量。正如馬來西亞華裔吳慧儀所

言，「中國民歌是中華民族的歌，是自己的根，每一個華人都應該

會」。這種「回歸經典」的歌曲定位和安排，正是總導演金磊團隊的創

意，他希望「用經典去尋找中國人的集體性格」（綜藝報，2015）；在豐

富華語音樂種類的同時，充分喚起全體華人共同的集體記憶。

III. 立足本土的歌曲演繹方式

田野調研發現，節目組鼓勵學員用歌曲改編、元素混搭的方式來

演繹歌曲，將原生態歌曲跟流行音樂、西方音樂和中國流行音樂融

合。第三季開始，音樂曲風混搭更加明顯，比如新疆維吾爾族學員伊

克拉木把留學西班牙所收穫的弗拉明戈音樂的表達手法，以及本民族

的傳統吟唱方式，加入到〈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這首歌的演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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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當初為了看看外面不同風格的音樂，選擇了留學；現在學成了，

理應回國做自己本民族的音樂。可見，這樣的音樂態度，這樣的改編

嘗試，既是對民族精神命脈和文化的傳承，又回應了時代精神訴求，

讓華語音樂在國際文化競爭中走出一條立足本土，又博採眾長的文化

之路。

除了學員自身有意識地嘗試多曲風改編和重新演繹之外，導師也

會給學員做些跨界的混搭和安排。比如，王克和台灣阿美族阿蜜絲女

孩合唱〈蘇三說〉，導師庾澄慶就將歌曲本身內含的京劇元素跟少數民

族的曲調做融合，在歌曲中間穿插了阿美族原生態的一個古調飲酒

歌；學員胡夢周和王洪迪合唱〈七十二變〉，導師庾澄慶在編曲上又置

入了86版經典古裝神話劇《西遊記》的前奏，讓〈七十二變〉呈現出既有

搖滾又有舞曲的新曲風。

這些將中華文化元素和現代流行音樂元素進行的混搭創作，既立

足於華語音樂，同時又通過世界化的呈現手段傳播了華語音樂，以更

好地實現本土音樂的對外傳播。

IV. 學員的文化自覺意識

燦星製作前節目研發總監徐帆提到，《中國好聲音》旨在於用音樂

喚起文化自信，重塑中國人的集體性格。6 這種文化自覺意識不僅體現

在節目方的創作動機上，同樣也體現在好聲音學員的自我要求和文化

期許上。比如，第一季學員趙可很想做屬於中國的爵士樂，讓更多的

中國百姓接受並聽懂、喜歡爵士樂，真正豐富華語流行音樂的種類；

第四季學員阿美族舞思愛渴望將原住民音樂帶向國際，美國華裔劉偉

男希望自己構築起中美流行音樂的橋梁。

由此可見，《中國好聲音》作為一檔以華語音樂為主定位的節目，

將肩負、弘揚華語流行音樂的使命內化到了每一位學員身上。他們既

渴望向外界傳輸自己的音樂和文化，讓華語音樂文化能夠和西方展開

平等交流和對話，同時又希望充分汲取西方音樂的精華，豐富、發展

並創新華語音樂的內涵和外延。這種積極主動借鑒西方音樂文化成

果，服務於本土音樂發展的意識，不僅是對華語音樂文化的正確認

知，也是全球化時代文化自覺意識的應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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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構建

涂爾幹（2000）認為，社會凝聚力是社會成員之間依賴、忠誠和團

結的程度，社會成員共同的價值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衡量指標。

因此，依託媒體建構中華文化傳統價值觀，有利於強化社會主流意識

形態的向心力，提升共同體的價值認同和聚合力。中國是典型的集體

主義文化取向的國家，《中國好聲音》在全球化節目模式的框架下，通

過刻畫學員的歸屬感、參賽動機，以及對比賽結果的認知和態度，巧

妙地詮釋了「集體主義」這一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

I. 歸屬感的營造

集體主義區別於個人主義較為鬆散的社會關係，倡導群體意識，

突出個人以群體的存在為前提，群體反過來給個人以安全感（Hofstede, 

2006）。《中國好聲音》通過對師生情、學員情的生動刻畫和詮釋，傳遞

了集體主義價值觀中個體對組織、對所在群體的歸屬感和依戀之情。

言傳身教的師生情：受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中國社會是典型的

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家」文化結構，《中國好聲音》也積極建構著「家」

文化。那英的「小二班」，阿妹的「Family」（家），汪峰的「峰暴班」，楊

坤的「楊家將」，這些極富溫情的導師戰隊，給學員們「家」的極致體驗

和溫暖。導師那英說深知音樂道路上的艱辛，願意傾其所有幫助學

員；導師張惠妹說她在職業生涯中曾經備受幫助，她有責任回報他

人，讓學員們更上一層樓。導師周杰倫也坦言自己從新人一路走來，

希望能給予學員們最需要的分享。導師們對學員的這份恩情與厚愛，

深深地感動著學員；學員們不僅非常自豪能成為導師戰隊的一員，而

且每一位離開舞台的學員，都會表達對導師的感激之情。第三季《好聲

音》還專門製作了「謝師加油夜」特輯，學員們通過分享師生間暖心的故

事，大合唱〈一路上有你〉，贈送導師精心挑選的禮物等方式，來感恩

導師對自己的點滴幫助。導師無私地分享、幫扶學員的精神，學員對

導師的回報意識，正是集體主義文化所倡導的理念。

節目組對「家」觀念的強調和歸屬感的塑造，也影響了本土版《好聲

音》的賽制安排。第二季《好聲音》曾經嘗試採用美版的搶人賽制

（Steal），即未通過本導師組考核的學員，有可能被其他導師留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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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導師戰隊的新成員。搶人賽制跟崇尚個人主義文化的歐美國家是

相契合的，而對於集體觀念和忠誠義務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來說，比

較容易遭遇水土不服。調研結果表明，節目播出後，觀眾對這一賽制

爭議比較大，之後節目組未再採用該賽制。

團結互助的學員情：「家」文化理念除了體現在導師和學員之間的

師徒情誼，也體現在學員之間互相鼓勵，互相幫扶的團隊協作之情，

迎合了集體主義所主張的人應該與他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要求。阿

妹Family的成員都佩有手環，這是家庭成員共同身份的標誌，也是區

分「群體內」和「群體外」的標誌（Hofstede, 2006）。張憶亞感恩成為「峰

暴班」一員，團隊凝聚力和真誠關懷是他感受最深的兩樣東西。那英

「小二班」的學員們，則多次感慨家庭的溫暖：正如周深所言，「小二班」

沒有比賽這回事，只有合作；與爭奪舞台上的席位相比，他們更看

重、更珍惜相互間的友情。

與此同時，在節目賽制安排上，學員們在Battle（對戰）環節同唱一

首歌，這使得本是你死我活的較量，轉化為集體主義文化中團結、協

作精神的溫情傳遞，學員之間相互幫扶的故事感人肺腑。比如，第二

季學員畢夏說自己非常抵觸唱英文歌，搭檔鍾偉強知道後，就一個字

一個字地教她發音，並講述了歌曲的歷史以增進她對歌曲的理解；畢

夏覺得鍾偉強像是自己的兄長、父親那般親切。同樣，新疆學員帕爾

哈提唱漢語歌離不開搭檔王卓的耐心教唱，正如帕爾哈提所言，如果

沒有王卓，他根本唱不了這首歌；如果這個舞台必須有人離開，他希

望那個人是他自己。可見，學員之間互助、協作的行為表明了競爭並

不是狹隘，自私的，競爭也不排除協作；這種齊頭並進，互助合作、

公平競爭的競爭理念，正是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生動詮釋和真實寫照。

在總決賽的時候，節目組也刻意凸顯「集體」概念，強調個人以群

體的存在為前提，集體的目標就是個人的目標（Hofstede, 2006）。總決

賽當天，導師團隊的所有成員都會在舞台上重聚。代表導師戰隊出征

的學員還會收到導師以及團隊夥伴們的祝福，並且強調他們是代表整

個團隊在戰鬥。第二季總決賽李琦代表阿妹Family出戰時，旁白就說

到他將帶著阿妹Family所有成員的音樂夢想繼續勇敢前行，為家族的

最終榮譽而戰；第四季那英戰隊張碧晨出征時，學員們同樣寄予了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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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碧晨，你代替了我們44個人走到今天，我們以後要團結」。並

且，最終獲得總決賽冠軍的學員，節目組都會安排和導師一起登上夢

想天台，寓意這是屬他們的共同榮耀，只有互幫互助才能登上更高的

平台，再一次升華了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團隊理念以及互助互利精神。

利他主義的參賽動機：「為什麽來參加好聲音？」是每季節目都不

斷重複的話題。田野調研時發現，節目組在拍攝學員上場前的外景

時，基本都要求學員帶家屬出境，在等候室中場景和投影幕採訪中，

也會安排家屬接受採訪。對文本的統計分析同樣印證了這一點。四季

節目中由於種種原因單獨出鏡的只有寥寥六人，可見親朋好友的陪伴

和支持是絕大多數學員登上《好聲音》舞台的潛在動力，這也契合了集

體主義歷來所倡導的，個人無法脫離以親人、朋友為參照的群體磁場

這一文化理念（顏靜蘭、陳樂，2003）。

與此同時，集體主義文化弱化個體，重點突出「我們」。通過對學

員的參賽具體動機進行統計，同樣折射了「為他人」的集體主義理念。

四季節目完整呈現的184名學員中，97人有明確為他人或者得到他人

認同的參賽動機。7 徐海星獻歌給已故父親的父女情，帕爾哈提思念兄

長的手足情，金志文向八年女友求婚的感人愛情，單衝鋒妻子不離不

棄的夫妻情，李文豪祝福外婆早日康復的祖孫情，佳寧組合的昔日同

學情，都是節目組為打動觀眾的策略安排。據《好聲音》導演組Zhang

姓工作人員介紹，中國版在嚴格執行節目寶典的同時，根據中國觀眾

的收視習慣，放慢了剪輯節奏，加大了對學員故事性的挖掘。8 導演組
Wang姓工作人員也認為，挖掘故事，展現人物性格，是真人秀最重要

的東西。9 這種側重故事性和煽情化的做法也成為了中國版與歐美版的

較大差異所在。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節目導向：個人主義價值取向的文化重

視自我意義，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是人類社會永恒不變的法則，應

在不斷自我奮鬥和超越他人中實現自我價值；而集體主義取向文化則

時刻注重和他人的協調與相處（顏靜蘭、陳樂，2003）。因此，以個人

主義為代表性文化的美版《好聲音》，重點突出比賽競技的緊張感和結

果輸贏，節目鏡頭更多展現獲勝一方的狂喜表現，失利者往往得不到

導師與在場觀眾的安慰。而以集體主義為文化導向的中國版《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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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則通過升華參賽意義、弱化比賽結果，重視對離場學員的鼓勵和

引導等方式，樹立學員們對比賽結果的正確認知。

田野調研發現，《中國好聲音》中所有未獲得導師轉身的學員，都

會收穫導師們的鼓勵、建議和擁抱；學員離場時也都會表達對導師、

對隊友、對節目的感激之情；他們感謝《好聲音》讓他們學到了音樂知

識和做人的道理，讓他們更加有自信。導師們也用各自的方式鼓舞、

激勵著學員。學員鄧川未獲導師轉身，他很後悔自己飈高音飈壞了嗓

子，導師楊坤就用自己因禍得福的經歷鼓勵他。同樣，學員董貞因為

對長相不自信，一直帶著面紗唱歌。導師劉歡就自嘲自己的長相，安

慰她唱歌與長相沒太大關係。導師們對暫時失利學員的安慰和鼓勵，

凸顯了集體主義文化價值維度中維繫融洽關係應優於任務執行的價值

內涵。

整檔節目處處洋溢著溫暖和鼓舞人心的正能量。旁白不停地重複

「這不是結束，而是意味著開始」、「愛音樂的人永遠不死」、「即使止步

這個舞台，但對音樂的信念會引領他們，走向另一片夢想天空」、「短

暫的離開不會成為師生間的阻礙」、「學員們雖然離開舞台，但同時帶

走的還有導師們的真誠祝福和悉心指點」，並讓觀眾銘記每一個在《好

聲音》舞台上所出現過的名字，這與美版一味凸顯和刻畫勝利者的姿態

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學員修兒說，「感謝一個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

以後不和他在一起，至少要帶著他最好的品質走下去」，或許這是對比

賽意義和結果的最好認知，也是我國主流文化價值觀的應有之義。

結語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發明了「想像的共同體」概念，認為民族和民

族主義是一種「特殊的人造物」（Anderson, 1983, pp. 6–7），印刷媒體為

重現民族這種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支持。它指涉這樣一種情境，

人們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依賴媒體的集體性參與，生產出相互聯結

的共同意象和共同想像。這種弱化疆界隔閡的地方認同經由媒體直接

或者間接地塑造，最終形成超越地緣政治分野的泛化的認同性經驗。

全球化時代媒體技術手段的日新月異，改變了人們的感官和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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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也不斷更新著人們想像的方式。文化的多邊交流與互動在促進

全球文化交融的同時，也帶來了人們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分化、斷

裂乃至動搖。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主義一直是官方意識形態中

最能引起文化共鳴的部分（潘忠黨，2005）；因此，形塑中華民族的共

同體意識，讓遊走和漂移在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全球離散華人社

群，形成相對穩定、統一的文化認同，成為中國政黨的重要主訴求。

大眾媒體，尤其電視媒體，通過提供參與共同體的想像途徑，以及傳

遞、宣揚政黨意識形態，成為書寫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重要載體。它

們依託節目跨地域的傳播，聯結起最廣泛的大中華地區；通過再現中

華民族的大好河山，投射出華夏民族地理空間的文化表徵；通過分享

家國觀念，節日習俗，集體記憶等歷史資源和文化傳統，完成全球華

人深層心理的投射和認同。這種同時共生的媒體空間的建構，激活了

全球華人對共同體的聯想，進而引發共鳴，產生認同；對他們而言，

對中華民族的想像不再是虛幻的，而是能夠切實被體悟，被凝視，被

感知的。

《中國好聲音》就是成功的範例。作為一檔引進的模式節目，通過

本土化過程中全球文化形式和本土文化特性的雜糅，為凸顯民族主義

敘事，表達向心和整合力量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間。它置入了大量民族

元素，勾勒出「民族大家庭」的歡樂景象；通過傳遞遊子的思鄉、歸國

之情，不斷強化著「華人共同體」的身份認同；通過製作節慶特輯等具

有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儀式性活動，建構出「天涯共此時」的共享空

間，讓全球華人進入到儀式的盛宴中，喚醒華人的團圓意識、回歸心

理，以及對中華文化傳統和源流的認知和認同。

與此同時，文化認同的實質與核心是共同體所共享的意義或者價

值體系。文化理念、思維習慣、價值取向等文化符碼，成為區分「我

群」與「他群」身份邊界的重要標誌。因此，電視媒體在構建全球華人

的文化認同時，也極力將價值觀的認同建構作為重要著力點。根據霍

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中國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取向的國家，

強調「我們」，強調歸屬感，強調群體內的團結以及和諧相處。因此，

《中國好聲音》時刻以本土文化和價值觀為立足點，不僅在音樂選擇和

歌曲演繹方面側重華語音樂內容和形態的表達，滿足全球華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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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且還依託血緣親情、故土鄉情、民族感情、師生團隊情等華

人共有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植入，進一步提升「全球華人」對共同體的

價值認同和聚合力。這也說明中華民族共享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已經突

破了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所指涉的國族邊界，勾連起全球範圍內

跨地多民族的華人群體的認同意識，這是一種超越國族的價值觀認同。

洪浚浩（2001：90）認為，「身處全球化浪潮中的第三世界國家越來

越重視本民族的主體性建設，將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保護作為最重要的

目標」。因此，擺脫西方文化霸權的陰影，維繫和擴大本民族的文化認

同，成為現階段國內電視人反思本土與外來文化相互關係的重要問

題。研究發現，電視節目中置入民族主義敘事，表達向心和整合趨

勢，傳遞文化價值觀，是政黨和節目製作方所共同青睞的文化生產領

域。這種依賴節目注入意識形態的法團主義手法，契合了遊走於政治

和市場夾縫中的中國電視節目製作人的生存需要，也收穫了政治利益

和經濟利益的雙贏。

綜上，本文通過對《中國好聲音》進行較為豐富而細緻的分析和觀

察，投射出中國電視媒體在模式節目再生產過程中建構共同體的策略

安排和路徑選擇；並指出這種將政治意識形態和商業利益相結合的法

團主義手法，是當今中國媒體現實處境的生存選擇。鑒於文章只選擇

了《中國好聲音》單案例進行研究，未能進行同類型的模式節目本土化

案例的分析和比較，所以在研究結論的遷移和推廣上，存在局限性。

未來研究可以通過擴展個案對中國同類型模式節目的本土化改編進行

比較，也可通過對同一節目模式不同地方版的對比分析，比如對《中國

好聲音》、《美國好聲音》和《德國好聲音》進行對比，凸顯中國電視媒體

跨地建構想象共同體的意識和策略，進一步提升研究結論的解釋力和

啟示性。

註釋

1 本文研究對象是模式節目。因版權糾紛，燦星未獲得製作第五季《The 

Voice》的授權，所以《中國好聲音》至今只有四季，燦星2016年在模式基
礎上做的原創節目《中國新歌聲》不在本文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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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一維度的取值區間是0–100，50是均值。低於50的，偏向於集體主義取
向；高於50的，偏向於個人主義取向。

3 根據受訪者的個人意願，對不方便出現真實姓名者一律使用姓氏拼音來代
替。

4 作者對前燦星節目研發總監徐帆的訪談，上海，2015年4月22日。
5 摘自第四季總決賽宣傳片頭，2015年10月8日。
6 作者對前燦星節目研發總監徐帆的訪談，上海，2015年4月22日。
7 對學員參賽具體動機的內容分析，是通過對四季學員盲選階段涉及的學員

VCR中的文本以及學員和導師的對話文本來獲得。鑒於所有學員都是為
了導師轉身而來，所以在文本分析時，把學員單純為了某個導師而來或者
得到某個導師認可，排除在「為他人」這一參賽動機之外。

8 作者對《好聲音》導演組工作人員Zhang某某的訪談，嘉興，2015年8月3

日。
9 作者對《好聲音》導演組工作人員Wang某某的訪談，嘉興，2015年8月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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